
第２３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３Ｎｏ６

Ｄｅｃ．２０１８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２

“新伤痕”的源起与疗愈

———石一枫近作读后

刘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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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转型书写“新伤痕”———改革伤痕的新锐作家石一枫，其近作《心灵外史》和《借命而生》在表现回归的母题和结尾
的形式上均与“伤痕文学”形成鲜明对照，这为“新伤痕文学”设想的构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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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评论家杨庆祥曾在一篇文章中指认这个
时代的“新伤痕”特质，并认为“‘新伤痕文学’构成

了‘新伤痕时代’最具美学症候的书写和表达，在历

史的线索上，当下的‘新伤痕文学’与１９８０年代出
现的伤痕文学书写在延续和区隔中凸显出‘新’的

特质”［１］。所谓“新的特质”，是更能区别过去指认

并表征着症候性的写作的深层焦虑，也是文学内外

关系（文学与现实、主体与世界、虚构的激情与意义

的旨归）的重组。不论这种提法是否能够指认整个

时代及其文学，单就其透视转型期中国作家的写作

肌理而言，这种观点便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在这种背景下，石一枫陆续发表了《世间已无

陈金芳》《地球之眼》等转型之作，并于近作《心灵

外史》《借命而生》中形成了新的风格。与诸多“青

春写作”相似，他此前的作品也存在着经验同质化

问题，而《心灵外史》《借命而生》则拓宽了题材、视

野，紧贴现实，在反映改革伤痕、书写个人风格方面

有了明显的突破。评论家们也开始以路遥而不是

王朔作为对其创作的评价标尺。如孟繁华将《世间

已无陈金芳》与反映改革伤痕的滥觞之作《人生》

相提并论，把陈金芳当作“女高加林”，认为小说

“直面中国新时期以来所曾遭遇精神困境和难题”，

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方向”———积极面

对道德重建这一精神难题。［２］相较之前两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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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外史》《借命而生》更多置身于历史的深处，

在社会性结构中追溯“精神困境和难题”的源起，寻

求问题的答案，因而更好地把握了历史性和当下

性，是值得讨论的反映改革伤痕的佳作。

石一枫的转型反映了转型期中国文学潮流的

某一面相———青年作家继承现代作家以来的“感时

忧国”的现实精神传统，致力于改革时代的精神书

写，有着强烈的批判性和现实指向性；同时，媒介

化、碎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以及作家自身成长

的机遇，给“新伤痕文学”注入了“新的特质”的同

时，也设下了局限。本文以《心灵外史》《借命而

生》为细读对象，分析石一枫式的“新伤痕写作”的

内在结构与得失成败。

　　一　家：“新伤痕”的起点与终点

“回归”是“伤痕文学”的母题之一。伤痕故事

的起点和终点始终是熟悉的岗位和家：主人公从原

来的岗位和家庭伦理秩序中放逐到边疆、旷野、流

放地，再经边疆、旷野、流放地回归到原来的岗位和

家庭秩序中，经历一个循环，一切重新出发，充满希

望。“回归”意味着秩序，也暗含着希望。石一枫的

“新伤痕”故事在结构上与之类似：家———广阔的社

会空间———家。所不同的是，前一个“家”破裂以

后，经历一番寻找，回归的后一个“家”则是名存实

亡，彻底毁灭了。因此，与向往秩序和希望的“伤痕

文学”不同，“回归”之于石一枫的“新伤痕”故事是

一出精神悲剧。

“新伤痕”故事首先感动读者的也正是这样的

悲剧。善良的大姨妈雪夜自杀，结束了“盲信”的一

生。坚韧的许文革奔逃一生，最终在当初被当作

“罪证”的“皇冠”轿车里自杀，把借的命还给姚斌

彬。故事发生的起点，一个是大姨妈逃亡并追逐

“信仰”的初始之地———丈夫离去后留下的家，一个

是半生逃亡开始的地方———作为许文革和姚斌彬

的家的六机厂，两者颇为巧合地成了他们生命的终

点。家是他们一生不幸开始的地方，也最终被认为

是安放他们的最好场所。我们好奇，这样吊诡的

“新伤痕”故事究竟是怎样开始的？又为何以这种

方式结束？首先，我们有必要分析石一枫故事中

“家”的起源。

家是“新伤痕”故事的核心。主人公们都曾有

过一个家，但不完整。大姨妈以为有孩子的家才是

完整的家，她却没能有孩子。为了拥有一个完整的

家，她的大半生都在求子的路上。许文革是孤儿，

被崔丽珍收养，和姚斌彬情同手足，他们三人组成

一个没有父亲的家；“盗窃案”和“越狱案”发生以

后，这个家形同虚设。《心灵外史》中杨麦的家也不

完整，杨麦的父母从未给他家的感觉。杨麦之所以

费尽心机寻找一个童年时期只和他相处一个月且

毫无血缘关系的大姨妈，只因为大姨妈曾经给过他

家的感觉。看似是这些个残破的家召唤出主人公

们一生的梦魇。这些个残破的家，在作者的叙述中

并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作者基于历史常识精心设

计的结果。大姨妈是个没家的孩子。大姨妈的母

亲和杨麦的姥姥很早就去世了，姥爷在不断运动的

年代发配到东北，大姨妈和杨麦的母亲相依为命。

在不断运动的年代，大姨妈因为“告密”把最后一个

“家人”———杨麦的母亲送到了西北边疆。北京那

个家，最终被大姨妈革命革掉了。杨麦的母亲和西

北的政工干部结合成一个家，大姨妈在插队落户的

河南也成了家。这两个新家，虽是自由结合，但用

杨麦的话说“互相都有认命的意味”。一个北京的

大“家”变成了两个地方的小“家”，这是运动和革

命的产物。两个小“家”在时代巨变后最终破裂了。

许文革是个没家的孩子。许文革母亲死得早，父亲

在运动年代是积极分子，运动过去以后想不通，在

六机厂车间悬梁自尽。姚斌彬的家也具有时代特

点———工人出身的崔丽珍因为不满政工干部的撮

合，赌气嫁给了一个农民，是典型的工农结合。这

也为后来家的破裂埋下伏笔。不论是大姨妈的家、

杨麦的家、许文革的家，还是姚斌彬的家，都填充了

大量革命元素，附着鲜明的时代色彩。这些个“家”

并不纯粹，“家”———“骨肉情”实际从“家”的形式

中驱逐了，空出来的位置居住的是“更高价值”———

“阶级情”。“家”的破裂不可避免，但同时又从历

史的缝隙中再生出希望，留下了被寻回的可能。结

合现当代小说中呈现“家”伦理变化的脉络，也许能

够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从现代小说到当代小说，“家”经历了被摧毁和

被寻回的漫长过程。在现代小说中，作为维系生存

意义的基本空间，“家”是被摧毁的对象。鲁迅《狂

人日记》里写禁闭“狂人”的屋子：“屋里面全是黑

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顶上发抖；抖了一会，就

大起来，堆在我身上。万分沉重，动弹不得；他的意

思是要我死。”［３］这“黑沉沉”的屋子是鲁迅直言

“万难破毁”又必须“破毁”的“铁屋子”，也是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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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家”的源头。其后，巴金的《家》将“家”扩

大为旧家族、旧制度的象征。巴金坦陈《家》的写作

是“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４］。继

而，《春》《秋》《北京人》《憩园》和路翎的《财主底

儿女们》都是这样的作品。在荒凉的废墟外建筑起

“家”的替代品时，“群”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重要

性。觉慧和蒋纯祖们离“家”出走，便试图以“群”

替代“家”。王蒙《活动变人形》里倪吾诚和姜静宜

的旧式婚姻之所以能够在解放初和平终结，是因为

舍“家”外，还有广阔的“群”的生活。换句话说，革

命驱逐了这个不幸的、可怕的“家”。１９４９年以后，
“群”无疑被更广泛地置于“家”的位置之上。“群”

的空间空前强大，一方面使“家”的空间变小，成为

主要基于自由个体———而非血缘结合而成的单位；

另一方面“家”又非全基于自由意愿结成的单位，使

“群”对“家”的倾轧容易造成“家”的解体，暴露出

新的观念体制下“家”的脆弱。成千上万的支离破

碎的“家”游走于“群”的边缘，这不但是小说形象，

也是历史事实。当革命成为远去的神话，当“群”不

再有绝对的神力，长期被压抑的“家”的形象被重新

审视。曾和家庭决裂的子女———如《伤痕》里的王

晓华———背起行囊走在回家的路上，曾抛弃对方的

丈夫或妻子———如《献身》里的卢一民和唐琳———

尽弃前嫌挽回破碎的家。公权机关肩负“神圣的使

命”，为被诬陷的同志平反昭雪，为破“家”重圆协

力同心———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和南丁的《死

魂灵》是正反两方面表现这一主题的佳作。另外，

若“家”仅仅作为“革命”的附庸存在，在“革命”的

神话破灭以后，“家”也无可挽回地破碎了，鲁彦周

《天云山传奇》中冯晴岚和吴瑶的婚姻即是如此。

新时期以后，“家”无疑被提升至更高的位置，作为

对抗“更高价值”的“群”而被重新召唤、寻回。

《心灵外史》《借命而生》在家庭结构和家庭伦

理的表现上显然延续了现当代小说的历史脉络。

杨麦父母的婚姻、姚斌彬父母的婚姻，与冯晴岚和

吴瑶的婚姻何其相似。这种革命背景下的失败的

家庭结构也许该为后革命时代———改革时代青年

的悲剧担负责任。如此说来，改革的伤痕并不能与

革命的伤痕截然分开。“新伤痕”埋藏在改革开放

史和革命史的深处，它的起点要更为深远。

综上来看，石一枫的“新伤痕写作”在家庭结

构、家庭伦理和故事母题上均继承了３０年前“伤痕
文学”的叙事模式。不过，在结尾的形式上，石一枫

选择了与“伤痕文学”大相径庭的方式———自杀的

悲剧。两篇作品高度一致（甚至重复）的结尾形式，

对于“新伤痕写作”的意义何在呢？

　　二　自杀：疗愈“新伤痕”的可能

作家不论面对革命时代的伤痕或者改革时代

的“新伤痕”，总试图寻找疗愈的可能。譬如“伤痕

文学”作家多以积极介入的姿态，使伤痕在形式上

得以疗愈———作品不管故事多么悲惨、控诉多么强

烈，大多补着一个“光明的尾巴”。与拥有和历史和

解、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现实精神的新时期作家不

同，石一枫的着力之点在于戳破伤痕背后的陈旧的

伦理价值，给既定价值观念松绑，因而这两部作品

所显现的疗愈方式更为复杂：手段一致而目的不

同。两篇小说均以主人公自杀结尾：以极端的自杀

形式冲击陈旧的伦理价值，探讨新的价值观念形成

的可能。就此而言，自杀意味着开始，而非结束。

伤痕是否因此得以疗愈，很难一概而论。自杀的结

尾只能暗示作者在形式上追求观念的稳定性。《心

灵外史》《借命而生》结尾的意蕴并不相同，这也使

疗愈可能性的指向更为丰富。

《心灵外史》由两部分构成———杨麦十几万字

的回忆和结尾一段约千字的审讯记录。回忆的结

局是杨麦最终找回了大姨妈，并决定把大姨妈接回

来。审讯记录告诉我们，杨麦见到的大姨妈是具尸

体，杨麦疯了。杨麦的回忆是一部大姨妈的心灵

史，加上审讯记录就变成杨麦的心灵史。作者在

“心灵史”上加了个“外”字，是因为他们的心灵寄

托的地方不在内心，而在一直寻找却找不回的家。

杨麦和大姨妈的伤痕都缘于没有一个完整的家，他

们应得到的最好的救赎是赐予对方一个完整的家，

以此来抚慰受伤已久的心灵。故事并没有以爱的

名义使双方获得拯救。大姨妈一直在自我拯救的

路上，她练气功，请气功大师治病。家庭彻底破裂

以后，大姨妈连村子里的家也回不去了，只好远走

他乡，加入了徒具“家”的驱壳的传销组织。杨麦打

入传销组织内部营救大姨妈，被传销组织也是大姨

妈新的“家人”关了禁闭。不过，最终还是大姨妈拯

救了杨麦。大姨妈归案以后与杨麦的再次相遇，本

是双方重回正常生活的开始，不料母亲的出现使得

大姨妈的内心陡生波澜。大姨妈认为是自己革掉

了北京的家，自己也就不配和杨麦的母亲一起生

活，不配和杨麦一起生活。大姨妈仅存的那一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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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家的幻想在杨麦的母亲出现的那一刻彻底破灭

了，她只好在“盲信”的路上另寻他途。在劳教的时

间里，大姨妈受传教瞎子的影响，信了教，并最终

自焚。

大姨妈的自杀并非基于信仰，而是屈从压力下

的“盲信”。大姨妈对杨麦说：“每当听到那种特别

有劲儿的话，尤其当他们说是为了我好，为了我身

边的人好，为了所有人好，我就特别激动。我觉得

只要信了他们，就能摆脱世上的一切苦———生不出

孩子、被男人揍、觉得自己没用。”［５］细细分析，大姨

妈说的世上的一切苦，正是“家”破碎的“果”所延

伸出的“因”。大姨妈本可以在健康的“家”的观念

下获得一切幸福，但是她的幸福的“根”并不存在。

大姨妈像蒲公英一样，飘到哪里就在哪里落地。她

不断盲寻，不断盲信。她没有根，也就没有幸福

可言。

杨麦对大姨妈极为偏执的寻找是基于爱和日

常生活伦理的信念。是大姨妈给杨麦做的放了鹌

鹑蛋、海带丝和卤羊肉的烩面，是大姨妈给杨麦建

立起“吃饭”的初步概念，是大姨妈关心别人说杨麦

是不是傻，是大姨妈带杨麦去治“病”，是大姨妈唤

起杨麦心中对一个完整的、温情脉脉的“家”的渴

望。作者确实想通过杨麦对大姨妈的寻找，来探讨

以爱和日常生活伦理为核心的家的观念的重建。

基于“群”的观念下的革命家庭伦理已经破裂，但传

统的基于子孙崇拜的家庭伦理从未消亡。不过，要

在新的市场经济秩序下重建“家”的观念，显非易

事。自杀的结局，疯狂的结局，一场失败的“家”的

观念重建的结局，正是作者基于革命的历史和改革

的现实作出的判断。谁也没有在这一场追寻和重

建中获得期望得到的结局，伤痕远未疗愈。

许文革的自杀与此不同，许文革本可以不自

杀。自杀前，许文革功成名就。他不仅把自己“洗

白”了，不再是逃犯，而且堂堂正正地赡养崔丽珍，

光明正大地将第六机械厂私有化，他甚至买回了曾

使他和姚斌彬蒙冤入狱的“皇冠”牌汽车。曾经烙

印在许文革身上的伤痕，许文革一一抚平，一句话，

许文革活出了个人样。但许文革为什么要自杀呢？

许文革欠姚斌彬一条命，许文革是借姚斌彬的

命活出了个人样，许文革的成功踏在了姚斌彬的枯

骨上，许文革自杀是在为内心的伤痕买单。这当然

是理由，但不够。自杀前，政商上层欲将六机厂的

地皮用来圈钱，许文革被迫出让。许文革选择此时

在六机厂自杀，一定有着极为深刻的理由。六机厂

是许文革从小生活的地方，是家。自首后的许文革

把六机厂盘活，养活了一个厂的工人。许文革的做

法恰恰自证当初和姚斌彬盗窃发动机并非为了金

钱，从头到尾把“盗窃案”洗白了。六机厂是“洗

白”的证物。当既是家又是证物的六机厂成为圈钱

的工具，许文革会无动于衷吗？对比如今一些官商

勾结、利用地皮无止境圈钱的做法，曾经的“盗窃

案”是何等的冤屈。许文革十分清楚且深有体会的

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奋斗主义的意
识形态在金钱至上价值观的驱动下，已从原本中性

的价值观异化为成功主义和投机主义，个人在这种

价值观的诱导下完全变成了赚取利润的机器。六

机厂和六机厂的工人就成为这种意识形态下的牺

牲品，成为改革时代的“新伤痕”。改革之初，许文

革和姚斌彬并没有选择和辩护的权利，他们毫无办

法自证清白。如今许文革作为“个人”，他有把六机

厂盘活的能力，他有选择生存和死亡的权利，他有

以死来反抗某种价值观念的权利。许文革在个人

奋斗主义价值观上注入了责任、规则和义务等规范

性原则，自杀或许就是确认这些原则的权威性仪

式，也是对改革伤痕予以抚平的终极方式。

回过头来看，大姨妈和许文革属于作家们偏爱

的“游荡者”形象，但巨大的现实感使他们区别于精

神的流浪汉，也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属于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以来开启的那种“断裂时代的寻找型游荡

者”———如朱文《我爱美元》中的父子，邱华栋《环

境戏剧人》中的毕业生，乃至刁斗《回家》中的

“我”。［６］大姨妈和许文革身份中的历史和现实含

量，使“游荡”和“流浪”成为巨大的社会存在，而不

仅仅是个人“心灵的探寻”。两部作品均以自杀结

尾，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社会选择，而不纯

粹是个人行为。《心灵外史》通过否定大姨妈“自

杀”所延伸出的关于改革前史（或曰革命史）与新

旧家庭伦理之关系的描摹，虽并未构建出一条新型

家庭伦理的道路，但已经给既定的历史观念松绑，

昭示出问题的严重性；《借命而生》也未提供一条光

明之路，但许文革以死反抗某种价值观念的行为，

明确了个人与家庭、社会的依附关系，以否定的方

式肯定肯定的意义，实际上是以消极的行为进行了

积极的建设。同一种结局实现了正反两方面的效

果，这也是大姨妈和许文革这两个人物的魅力之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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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林：“新伤痕”的源起与疗愈———石一枫近作读后

　　三　经验：“新伤痕写作”的问题及可能性

问题始终具有两面性。对改革伤痕予以正面

强攻，会带来一些问题。譬如对“伤痕文学”结构模

式的继承，实际上也继承了某种叙述形式和思维模

式的单薄、片面，遮蔽了历史和人性的复杂。又譬

如把无法解决的难题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予以解

决，呈现某种未完成性，留下永远的延宕———自杀

的方式便是其中一种，这便会导致故事的戏剧化，

小说呈现为传奇景观。目前太多的小说已为我们

呈现过类似景观，如《春尽江南》《兄弟》《第七天》

《太阳黑子》《野蛮生长》等等，不可胜数。在传奇

景观背后，在许多难以治愈的伤痕面前，人们仍需

要某种慰藉。作家要以小说重建人们对安全感的

认知，重建对未知世界生活的渴望，在文学的宣泄、

批判功能背后重建文学的建设功能。从这个意义

上讲，石一枫后来发表的《借命而生》要比《心灵外

史》出色。

本雅明说，一个讲故事的人，“有回溯整个人生

的禀赋。（顺便提一句，这不仅包括自己经历的人

生，还包含不少他人的经验，讲故事者把道听途说

都据为己有。）他的天资是能叙述他的一生，他的独

特之处是能铺陈他的整个生命。讲故事者是一个

让其生命之灯芯由他的故事的柔和烛光徐徐燃尽

的人。”［７］石一枫在《心灵外史》或许只想呈现一个

“讲故事的人”，《借命而生》则试图回答为何要讲

这个故事。虽然他讲故事的能力限于呈现“个人”，

限于在个人与历史之间取得平衡，而并非高蹈得想

要加入导师和智者的行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

的小说试图调和“谈玄”和“务实”的关系。这需要

语言天赋。

一个“讲故事的人”懂得选择不同的语言风格

讲述不同类型的故事。《心灵外史》语调反讽、言辞

油滑，叙述中夹杂着科班文科生的“幽默”，使得故

事中串联起的各种热点事件像雪花一样轻盈。气

功令人可笑，传销侮辱人的智商，大姨妈在这些令

人可笑的、侮辱人的智商的运动里烙下了深深的伤

痕，使得她那些来自生命深处的理想、热情、盲信、

偏执、歇斯底里显得可敬、可贵、可怜。《心灵外史》

把一个卑微的生命呈现得举重若轻。《借命而生》

里，石一枫克制了语言的油滑，也尽量隐藏叙述者

的“幽默”，用理性、严密和智慧的语言来呈现警察

和逃犯的智力较量。理性、责任、胆识、智慧和善良

是许文革的标识。《借命而生》借理性严密的语言

呈现了大时代下个体生命的脆弱与坚韧。《心灵外

史》外放，而《借命而生》不论是语言，还是故事本

身，更为内敛。这是作者试图消除传奇景观的努力

之一，也是《借命而生》更为出色的原因。

但也许这还不够。语言是讲故事的利器，而经

验有时成为故事的阻碍，最终的问题都要回归到语

言和经验的完美融合来解决。那些构成故事的零

零碎碎的经验，有多少会转瞬即逝，有多少能铭刻

古今？在个人与历史的平衡之间，那些有意味的经

验如何破土而出？特别在这个信息穿透每一堵围

墙、交流直达任何一个角落的时代，经验和故事的

贬值之势从未间断。讲故事的人的目的是能遇见

他自己，读故事的人的目的也是能遇见他自己。

“伤痕”若烙印在骨髓里，照见的就是他自己。化经

验为实实在在的“肉感”、触肤可及的“痛感”，文学

的质感才能在历史和现实的碰撞中生成。对石一

枫来说，对“新伤痕写作”来说，这仍是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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